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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欧阳修、 范仲淹河东路诗文与“新政”

张勇耀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庆历四年， “新政”受阻但未完全失败， 欧阳修四月出任河东路转运使， 范仲淹六月自请为河东、 陕西路宣抚

使， 先后到达河东路。他们在晋祠题诗， 发表对北宋诏毁太原城的看法以及对“大道”畅行的愿景； 他们在绛守居园池题诗， 
表达对富弼增修园池的隔空致意。他们的河东奏议关涉边防、 人才、 民生等多个方面， 是他们“新政”主张的实践和延续， 体
现出同声相应、 相互支援的同道情怀， 并对当时河东路的防守、 民生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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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of Ouyang Xiu and Fan Zhongyan in Hedonglu and Their Political 
Practices During the Fourth Year of Qingli

ZHANG　Yongyao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Poetic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political reforms during the fourth year of the Qingli era encountered significant chal⁃
lenges but were not without achievements.  In April of that year， Ouyang Xiu was appointed as the 
Zhuanyunshi of Hedonglu， followed by Fan Zhongyan’s appointment as the Xuanfushi of Hedonglu in June.  
At the Jinci Temple， they composed poems expressing their views on the Imperial Court’s decision to dis⁃
mantle the city of Taiyuan， while also articulating their vision for achieving the “Great Way”.  Later， in the 
Jiangshouju Garden， they wrote poems praising Fu Bi’s efforts in expanding the garden.  Their memorials to 
the court from Hedong addressed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border defense， talent development， and public wel⁃
fare， reflecting their shared political ideals.  Through mutual support， they pursued common goals， leaving a 
notable impact on the defense and livelihood of Hedonglu during tha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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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1044 年）在北宋历史上是个特殊的

年份。这一年， 由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 枢密副使

富弼、 韩琦参与， 宰相杜衍， 右正言、 知制诰欧阳

修等人支持的“庆历新政”还没有完全失败。如果

说“新政”开始的标志是庆历三年（1043 年）十月实

行“择官长”， 那么“新政”彻底失败的标志应该是庆

历五年（1045 年）九月废除“抑侥倖”。但在庆历四

年， 改革已受到重重阻碍。标志性事件有二： 一是

此年四月， “（夏）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 目衍、 仲淹

及修为党人”［1］3580； 二是此年六月， 夏竦诬告范仲淹

“密请建立皇太弟侄”［1］2881欲谋废立。虽然“新政”人

物前后上疏论辩， 但并未打消仁宗疑虑。于是， 六
月范仲淹以巡边为由自请出任陕西、 河东宣抚使， 
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 以避谤陷。早在这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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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欧阳修也因麟州存废问题， 以右正言、 知制诰

被命“往河东， 与转运使议之”［1］3158。这一年， 范仲

淹 56 岁， 欧阳修 38 岁。

河东路在北宋同样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作

为防守北部少数民族的北大门， 河东在唐朝地位最高， 
号为“北都”， 与西都长安、 东都洛阳并称“三都”， 李
靖、 李勣、 娄师德、 崔神庆、 张说、 李光弼、 马燧、 李
德裕、 令狐楚、 郑从谠等能臣都曾被派往并州镇守。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改河东道为河东路， 治并州

（今太原）， 统太原、 隆德（治潞州）、 平阳（治临汾）三

府， 并、 代、 忻、 汾、 辽、 泽、 潞、 晋、 绛、 慈、 隰、 石、 
岚、 宪、 丰、 麟、 府等十七州（麟、 府二州今属陕西）， 
以及平定军（治今平定县）、 火山军（治今河曲县）、 定
羌军（治今保德县）、 宁化军（治今宁武县）、 岢岚军（治

今岢岚县）、 威胜军（治今沁县）六军及永利监（治今太

原小店区）、 大通监（治今交城县）二监。河东路北接

辽境， 西部又与陕西接壤， 是防守辽国和西夏的重要

军事基地。范仲淹庆历二年（1042 年）曾与韩琦同充

陕西四路沿边总管经略招讨安抚等使， 此次又以陕西、 
河东宣抚使出巡， 正是因为河东路的防守问题与陕西

路同等重要。

欧阳修于庆历四年四月到达河东路， 七月回

京， 历时四个月； 范仲淹则于庆历四年八月出京到

达河东路、 陕西路， 次年正月转任邠州， 历时六个

月。二人在河东路的行程没有重合， 只能说是“前

后脚”。但二人在庆历四年都曾到达河东路， 其间

的文学创作所蕴含的心路历程以及与“新政”的关

联， 就颇值得考察。以往有学者对二人在山西期间

的政绩和行迹分别加以考论①， 但未在比较视野中

考察二人河东路诗文创作的心态及其与“新政”的

关联， 因而尚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对二人在这一特

殊年份、 特殊空间里同题诗文的考察， 或也有补于

宋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1　晋祠题咏： 开国史反思与“新政”愿景

正因为河东路军事地位重要， 二人对河东路都极

为重视。欧阳修四月出抚， 离京之前请求朝廷就以下

方面降旨： 一是“不得令官吏及诸色人出城迎送， 及
不得作乐筵席”， 以免扰民； 二是准许自己“采问官吏， 
就近召与相见， 所贵询访兵民利病”； 三是准许自己

调阅各州文书， 因为“一路州县赋租、 户口、 兵马、 钱

帛及公私财用利害， 要见本末文字”； 四是希望能调

阅河东路官员上报给朝廷的奏章， 以便“参验利害可

否， 回日闻奏”（《画一起请劄子》）［2］1737。这些“条件”

使欧阳修能够看到各州文书， 了解到河东路的真实情

况。范仲淹虽然是为“避谤”宣抚河东， 但对河东路的

边事和民生却是认真的， 出行前朝廷所赐的黄金百两， 
他都“悉分遗边将”［3］7284。他一路上也处理了不少积案， 
《宋史》卷三三三《张焘传》记载： “（张焘）从范仲淹使

河东， 至汾州， 民遮道数百趋诉， 仲淹以付焘。方与

客弈， 局未终， 处决已竟。”［3］7552这种重视和认真， 也
是二人河东路所有诗文的心态基调。两人在河东路

时间都不长， 但行迹都极广， 可谓马不停蹄。据范之

柔《范文正公年谱补编》， 范仲淹至河东， “其行程为： 
绛、 晋、 并、 忻、 代、 宪州、 岢岚、 保德、 火山军、 府
（州）、 麟州”［4］824。欧阳修也先后走访了晋东南的泽州、 
潞州、 辽州、 威胜军（今沁县）， 晋南的晋、 绛、 慈（今

吉县）、 隰四州， 晋中的太原、 汾州， 晋北和晋西北的

忻、 代、 岚、 宪四州及宁化、 岢岚、 保德三军， 还有河

西的麟州， 贯通南北， 几遍全晋。

河东路治所并州（今太原）是他们必到的一站。

并州不仅是战略要地， 还是宋初太祖、 太宗“四下河

东”攻灭北汉，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的最后一地。欧阳

修到达的具体月份不详， 范仲淹到达是在九月。在并

州， 两人先后考察了位于今太原城南的古太原城， 并
在晋祠题诗。当时河东路政治军事机关都在城北， 因
而他们的古城之行， 与其说是考察， 不如说是游赏和

凭吊。他们的晋祠题诗， 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

欧阳修《晋祠》：

古城南出十里间， 鸣渠夹路何潺潺。行人望祠下

马谒， 退即祠下窥水源。地灵草木得余润， 郁郁古柏

含苍烟。并儿自古事豪侠， 战争五代几百年。天开地

辟真主出， 犹须再驾方凯旋。顽民尽迁高垒削， 秋草

自绿埋空垣。并人昔游晋水上， 清镜照耀涵朱颜。晋

水今入并州里， 稻花漠漠浇平田。废兴仿佛无旧老， 
气象寂寞余山川。惟存祖宗圣功业， 干戈象舞被管弦。

我来览登为叹息， 暂照白发临清泉。鸟啼人去庙门阖， 
还有山月来娟娟。［2］27

范仲淹《晋祠泉》：

神哉叔虞庙， 地胜出嘉泉。一源甚澄澈， 数步

忽潺湲。此意谁可穷， 观者增恭虔。锦鳞无敢钓， 
长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 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

思， 致主愧前贤。大道果能行， 时雨宜不愆。皆如

①   如张捷夫 《范仲淹在山西》，参见 《山西历史札记》，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年版；丁建军，原朝 《欧阳修奉使
河东考论》，参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3 期，8-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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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下， 生民无旱年。［5］45

欧阳修咏晋祠而及泉， 范仲淹咏泉而及晋祠今昔， 
相同的是写景诗中勃发的议论， 只不过欧阳修的议论

穿插在诗歌中间， 范仲淹的议论在最后六句。从体制

来看， 两首诗一为七古二十四句， 一为五古十六句， 
而且用韵相同。二诗的思路也颇为相似， 都以写景和

咏史开篇， 略为不同的是欧诗前三联写景， 从第四联

开始转入咏史； 范诗开篇便咏史， 二到四联写景。两

人所写之景大致相同： 晋水潺潺， 澄澈如镜。欧阳修

写晋水离城十里， 并写出泉有“鸣”声， 还写草木葱郁、 
古柏苍苍； 范仲淹则写水中有水仙一样的鱼。两人都

写到晋祠的历史渊源， 即曾是唐叔虞封地， 有着久远

的历史。对于唐叔虞， 二人都表达了致敬之意， 欧诗

说“行人望祠下马谒”， 范诗说“观者增恭虔”。也许正

因为这份“恭虔”， 才不敢钓取水中锦鳞， 使其如长生

的水仙。二人也都写到了晋祠长得很好的稻田， 欧诗

说“晋水今入并州里， 稻花漠漠浇平田”， 范诗说“千

家溉禾稻， 满目江乡田”， 一方面这确实是他们当时

所见， 另一方面， 这里包含着他们对北宋开国历史的

反思。

欧阳修所说的“古城”， 春秋时期由董安宇修

建， 后经西晋刘琨， 北魏高欢， 唐代李勣、 马燧等

人历代修建， 却在宋初攻灭北汉的战争中被毁于一

旦。从开宝元年（968 年）到九年（976 年）， 赵匡胤

三伐太原， “决晋祠水灌城”［6］10。这也是晋剧、 秦
腔、 蒲剧《下河东》的本事。赵匡胤去世后， 赵光义

于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亲征再讨北汉， “长围四

合， 矢石如雨， 昼夜不息， 城无完堞”［7］。北汉灭亡

后， “诏毁太原旧城”［8］81， “尽徙余民于新城， 遣使

督之， 既出， 即命纵火”［3］38， 彻底夷平了古城废墟， 
并在很长时间内禁止人们在晋阳城旧址上居住。

赵光义又环统平寺建“平晋城”， 令百姓迁入城中， 
百姓纷纷逃往城南的三交村和唐明村。北宋不久

后撤太原府， 降为紧州， 驻军管理， 将并州治所设

在相邻的榆次县； 但不久发现太原位置的重要性不

可被取代， 于是授潘美为太原行府判官兼三交都部

署防守北边的辽国。潘美在三交、 唐明村基础上加

以扩建， 使今天的太原城初具规模。

欧阳修“顽民尽迁高垒削， 秋草自绿埋空垣”两

句， 写的正是这段历史。对于北宋政权来说， 那些

抵抗激烈的百姓就是“顽民”， 朝廷令他们迁出太原

城， 这里成了一座空城； 紧接着决水灌城， 将高城

夷平。欧阳修在这里看到的已经是历史的遗迹， 只
有秋草自绿， 掩映着断壁残垣。第二联则通过晋水

的今昔对比， 对这里的变化表达感叹。李勣、 马燧

等人曾改筑河道， 引水入城， 沿河植柳， 使这里成

为风光旖旎的游憩场所。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太原）井苦不可食， 贞观中， 长史李勣架汾引晋

水入东城， 以甘民食， 谓之晋渠。”［9］660 《新唐书·马

燧传》则记载唐德宗时， “北边数有警， 河东节度使

马燧念晋阳王业所基， 宜固险以示敌， 乃引晋水架

汾而属之城， 潴为东隍， 省守陴万人。又酾汾环城

树以固堤”［9］3814。当年人们在晋水游玩， 水清如镜， 
游人以照颜为乐； 而今这里已成为广漠的农田， 晋
水也成为浇灌农田的实用之水， 曾经繁华的都城已

不复存在。不过令欧阳修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诗歌

成为晋祠种植稻田的最早记录。  《（雍正）山西通

志》卷四七《物产·稻米》： “稻米， 出太原晋祠者

佳……欧阳修诗： ‘稻花漠漠灌平田。’米洁白纤长， 
味殊精美。”［10］543 册， 524 这倒是一场意外了。

从“废兴仿佛无旧老”开始， 欧诗生发兴亡感叹， 
说这里经过改朝换代， 已经看不到前朝故老， 只留下

寂寞的山川与人相对。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留存的话， 
那就是宋朝开国的光辉历史， 可以被人们配着管弦反

复唱诵。后四句写自我感受， “叹息”一词可谓是全诗

的诗眼。除了叹息， 诗人也只能在清泉之上暂照白发， 
听听黄昏的鸟啼， 看看关上的庙门和缓缓而出的山月。

诗歌的总体情绪是沉郁怅惘。值得注意的是， 庆历四

年（1044年）距离北宋攻灭北汉（979年）也不过六十五

年， 欧阳修以本朝人论本朝事， 而且是对开国帝王的

委婉批判， 极为难能可贵。这应该是文学作品对北宋

毁灭太原城的最早批判。

相较而言， 范仲淹表达的这种情绪较为隐晦。

他在末三联生发议论， 说自己在此地只感觉抱愧前

贤， 因为“大道”难行。他设想如果“大道”能行， 全
国都会如晋祠一般， 满目良田， 百姓安居乐业。诗

句的背后， 依然是对“新政”受阻的失落情绪， 却也

可以看出他对“新政”也即“大道”有利于天下生民

的信念。范仲淹写于河东路的《谒帝尧庙》同样带

有这样的情绪。诗云：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 舜亦致薰风。江海生灵外， 乾坤揖让

中。乡人不知此， 箫鼓谢年丰。”［5］60 诗歌通过对帝

尧的赞颂， 表达了百姓安居乐业、 箫鼓丰年的愿

望。诗歌巧妙融入了孔子“巍巍乎！唯天为大， 唯
尧则之”的赞美之词， 并写由尧首倡的禅让制， 不
但成就了舜致薰风、 禹平洚水的美名， 也开创了清

明政治的先河， 成为百代后世的典范。  “乡人不知

此”， 正是帝尧时代百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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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我有何哉”安居乐业生活的写照。百姓不知有

帝而“箫鼓谢年丰”， 或正是“新政”希望达成的目

标。但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样的信念是游移的， 假
设性语气使诗歌整体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他甚

至不时产生归隐之想。同样写于这年太原的《和并

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晩书事》一方面勉励郑侍郎“定

应松柏心无改， 自信云龙道不孤”， 另一方面又在

末联说“应笑病夫何所补， 独能安坐养桑榆”［5］105， 
有着明显的“退”意。这位郑侍郎即郑戬， 《宋史》有

传， 庆历年间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

欧阳修、 范仲淹晋祠题咏的思路和声气， 也对

十年后到来的韩琦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形成了

启发。他们的晋祠题咏， 颇可看出欧、 范的影响。

韩琦知并州是在至和二年（1055 年）， 同样到晋

祠游赏凭吊， 写有《晋祠》 《晋祠鱼池》 《难老泉》 
《过太原旧城》等诗。其中《晋祠》颇接近于范仲淹

的“箫鼓丰年”： “唐叔祠推晋域雄， 乘春来谒想遗

风。前庭树古圭曾剪， 近垄禾新颖未同。山峻尚存

维翰德， 泉深长泻及人功。愚民不识邦君重， 岁岁

西神酒食丰。”［11］6 册  与范诗类似， 同样从唐叔虞写

起， 将咏史与写景融为一体。景是百姓安居乐业、 
五谷丰登之景， 史是陶唐遗风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末二句又与范仲淹《谒帝尧庙》“乡人不知此， 箫鼓

谢年丰”同义。  《过太原旧城》却是对欧阳修《晋祠》

诗的呼应： “车书从此九区同， 雉堞坠云百载空。

欲把金汤角天命， 却惊禾黍满秋风。虽余墟落人烟

悄， 不改山河气象雄。何必坏城心可坏， 祖宗恩德

浸无穷。”［11］6 册， 4023 诗歌同样表达了对宋太宗毁坏太

原故城的批判。第二句状写攻力之猛、 破坏之重， 
第四句表面是说破坏庄稼， 实际上是指惊扰百姓。

第三联说虽然百姓撤离后村墟悄无人烟， 但不会影

响山河气象之雄。一座千年古城， 历代修建， 文化

重重积淀， 百姓代代繁衍， 却以火烧、 水灌、 迁民

之法， 使千年积淀化为乌有， 怎不令人感慨唏嘘。

末二联接着反问： 既然如此， 又何必毁城呢？皇恩

浩荡， 为什么不能有保留一座古城的胸襟呢？城可

毁， 百姓之心也可毁， 伤了百姓的心， 又如何让百

姓感戴祖宗的恩德呢？韩琦在其他文章中对此事

也颇多微讽， 如《并州新修庙学记》说宋太宗因“一

天下”而“坏太原故城， 徙州榆次”［12］40 册， 40， 可见到

北宋建立七十年后， 批判毁坏太原城已经成为士人

共识， 而欧阳修无疑是首开其端者。

到金元之际的元好问过晋祠时， 这样的批判已

经不需要有什么隐晦， 因而更为力大声宏。其《过

晋阳故城书事》所选意象， 不是范仲淹、 欧阳修的

清澈碧波、 稻花漠漠， 而是极具动荡感的麦浪， “望

川亭上阅今古， 但有麦浪揺春风”。正是这样的麦

浪， 搅起诗人一腔的怨愤： “君不见， 系舟山头龙角

秃， 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 屋瓦乱飞

如箭镞。汾流决入大夏门， 府治移著唐明村。只从

巨屏失光彩， 河洛几度风烟昏……鬼役天财千万

古， 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 死恨河南

往来苦……”［13］18 元好问比范仲淹、 欧阳修、 韩琦的

诗歌增加了更多细节， 如相传赵光义担心太原有

“龙气”而下令磨平了山上的“龙角”， 把十字街改为

丁字街等， 如百姓不愿出降而奋力抵抗， 又如决汾

水灌城后百姓逃往河南， 其惨烈之状， 都是宋人所

不能写的。元好问在诗末表达了“后人复哀后人”

的心痛： “官街十字改丁字， 钉破并州渠亦亡。”［13］18 
将北宋破坏太原城与其灭亡加以关联。

欧阳修、 范仲淹的晋祠题诗， 使我们看到在远离

政治中心的“避谤”之地， 在北宋开国史上具有英雄史

诗般划时代意义的河东路， 二人的同声相应、 同气相

求。欧阳修的失望和批判， 范仲淹的愧疚和憧憬， 以
及诗歌在体制方面的不同， 则与二人当时所处位置及

对“新政”的态度有关： 欧阳修是奉命出使， 因而理直

气壮； 范仲淹是为“避谤”， 因而谨慎委婉， 但对新政

“大道”的实行仍怀希望。

2　绛州行吟： 对富弼的隔空致意

如果说同咏晋祠代表着二人对北宋开国史的

反思和对“新政”有望继续实施的愿望， 那么在晋南

绛州（今山西新绛县）的题咏， 则更多表达他们不畏

时议， 向“新政”同道富弼的隔空致意——富弼比范

仲淹晚两个月出京， 此时正在河北路宣抚。十年

前， 富弼曾任绛州通判， 绛州有祠， 《（雍正）山西通

志》卷一六七《祠庙·绛州》引宋代正平县（今新绛县

西南）令孙申《富公祠记》： “富公以将作监丞开决绛

郡， 即便厅事植竹赏咏。”［10］548 册， 184 富弼在绛州任职

期间还增修了绛守居园池。

富弼的出道源于范仲淹的推荐， 苏轼《富郑公

神道碑》记载， 范仲淹初见富弼即誉之为“王佐之

才”， 荐于宰相晏殊， 晏殊以女妻之。  “时晏殊为

相， 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杜衍为枢密使， 韩琦与公

（指富弼）副之， 欧阳修、 余靖、 王素、 蔡襄为谏官， 
皆天下之望”［14］309。富弼被贬绛州也和范仲淹有很

大关系。据《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 明道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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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年）仁宗议废郭皇后， 范仲淹因进言反对废后

遭贬， 富弼替范仲淹求情， “不听， 通判绛州”［3］7268。

富弼在绛州的治绩，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所撰《富郑

公行状》记载较详： “除通判绛州。时天下久安， 四
方弛武备， 因东南岁凶， 民多失职， 或散为盗贼， 
公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阅将……二曰聚兵……三

曰救农……四曰弭寇……”［12］70 册， 313 四事关涉百姓

存亡、 郡县安定、 武科制度， 可谓利国利民。富弼

的政绩也为后人感念， 元人王沂《李公荣祖政绩碑》

历数绛州史上名宦云： “若郡守之贤者， 惟唐之樊

宗 师 、 宋 之 富 郑 公 、 金 之 高 汝 砺 ， 三 数 人 而

已。”［10］549 册， 417 增筑绛守居园池， 无疑是其政绩之外

一个重要的文化功绩。

绛守居园池遗址今存， 在其修筑增建历史上， 可
以载入史册的有功人物， 第一位是隋代临汾令梁轨。

宋薛宗孺《绛州正平县新修梁令祠堂记》记载梁轨在

开皇十六年（596年）“以亢阳频灾， 遂迹晋之故道， 审
势 逗 绝 ， 疏 源 分 派 ， 乃 开 渠 十 二 ， 率 灌 田 五 百

顷”［12］48册， 206。梁轨引水入绛州， 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

第二位是唐人樊宗师， 他修筑了绛守居园池并写作了

文学史上以佶屈聱牙著称的《绛守居园池记》。因为

樊《记》晦涩难懂， 宋代绛州通判孙冲作《重刊绛守居

园池记序》以作释读。他“观《园池记》， 其石甚卑小， 
文字多摧缺”， 且记文“辞句隐僻不明”， 于是“熟读及

游览园池， 考其亭台、 池塘、 渠窦、 花木、 堤原、 川河、 
井闾、 墙墉、 门户， 凡为宗师笔记处所者”， 别写为序， 

“冀后来者知文之指归”［12］14 册， 58。孙冲通判绛州是在

咸平六年（1003年）七月， 比富弼早三十年， 因而可以

算作是绛守居园池值得纪念的第三位人物。那么第

四位便是富弼了。

富弼对绛守居园池的贡献， 一是扩建了观德

堂， 二是增修了嵩巫亭。  《（雍正）山西通志》卷六

十《古迹·绛州》： “观德堂， 在州治内， 宋富郑公弼

增而广之。”［10］544 册， 127 明道年间（1032—1034 年）知

绛州军州事的李垂写有《观德堂》诗， 其中有“园池

气象明， 池沼春波平”［11］2 册， 1140 句， 所描绘的或为扩

建后的观德堂。嵩巫亭是富弼在绛守居园池内增

修， 《（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绛州》： “嵩巫

亭， 在居园池内， 宋富郑公弼建， 有诗。”［10］544 册， 126 
富弼《嵩巫亭》诗云： “平地烟霄此半分， 绣楣丹槛

照 清 汾 。 风 帘 暮 卷 秋 空 碧 ， 剩 见 西 山 数 岭

云。”［10］544 册， 126 嵩巫之名， 当是嵩山和巫山的合称， 
极言其高。诗歌也描绘了山之高可以切断平地烟

霄， 描丹绘彩的亭槛与清澈的汾水相互照映。当秋

风吹拂、 暮云卷空， 极目西望， 只可看到层层叠叠

的西山岭上稀稀落落的云。前二句开阔雄健， 后二

句空灵悠远， 也可照见诗人心情之好。

《登绛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是欧阳修在众

人陪同下登临嵩巫亭所作， 详诗中“秋雨”句， 或作

于庆历四年秋七月回京之前。诗题称嵩巫亭为“富

公嵩巫亭”， 正是对富弼的修筑之功予以确认和称

扬。诗歌从“嵩巫”之名写起， 先写自己在洛阳任职

时整日与嵩山相对， 常看到“阴晴无朝暮， 紫气常

浮泊。雄然九州中， 气象压寥廓”［2］28， 而自己也曾

登上嵩山， “培塿视四岳”， 也即视四岳为培塿； 接
着说自己后来到南方做官， 见到巫山， 产生了有关

开天辟地的神奇想象， “长江泻天来， 巨石忽开拓。

始疑茫昧初， 浑沌死镌凿。神功夜催就， 万仞成一

削。尤奇十二峰， 隐见入冥邈”［2］28。嵩山留给他最

深的印象， 是希望能和隐士为友， 一起终老山林， 
“终期友幽人， 白首老云壑”； 巫山的遐荒诡怪， 却
令他“至今清夜思， 魂梦辄飞愕”。到最后他才回到

眼前的嵩巫亭： “偶来玩兹亭， 尘眼刮昏膜。况逢

秋 雨 霁 ， 浓 翠 新 染 濯 。 峰 端 上 明 月 ， 且 可 留

幽酌。”［2］28

他说自己偶然来到这里， 昏膜被一刮而明。何

况是在秋天雨霁之际， 亭的周围被植物铺染得一片

浓绿。伫立亭中， 看到明月姗姗而上， 他建议众人

不妨在此小酌。诗歌既是与同行诸人交流， 也是在

向修建此亭的富弼致意。

范仲淹《绛州园池》诗同样写到自己游览绛守

居园池、 登临嵩巫亭， 同样表达了对富弼的隔空

致意：

绛台使君府， 亭阁参园圃。一泉西北来， 群峰

高下睹。池鱼或跃金， 水帘常布雨。怪柏锁蛟龙， 
丑石斗驱虎。群花相倚笑， 垂杨自由舞。静境合通

仙， 清阴不知暑。每与风月期， 可无诗酒助。登临

问民俗， 依旧陶唐古。［5］45

绛台使君， 或指十年前的绛州知州富弼。由

“清阴不知暑”句， 可知诗作于庆历四年（1044 年）

夏。他坐在亭中， 看亭阁园圃， 看泉水群峰， 看池

鱼水帘， 看怪柏丑石， 想象富弼在此园中之惬意。  
“群花相倚笑， 垂杨自由舞”二句道出了他在此地的

心情之好， 似乎京城龃龉已完全可以抛至脑后。诗

歌最终依旧落脚于对民俗、 民生的关注， “登临问

民俗， 依旧陶唐古”， 他情系苍生， 希望大宋能像陶

唐时代一样， 国泰民安， 繁荣昌盛。或许， 这才是

“范仲淹本色”。这首诗和他的《晋祠》 《谒帝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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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和所表达的愿望上如出一辙。写于富弼曾

施行善政的绛州， 则在表达“新政”愿景的同时， 表
达了向富弼的隔空致意。

当然， 樊宗师依然是诸人绛守居园池题诗中不

能绕过的话题。欧阳修《绛守居园池》除了赞颂园

中美景“荒烟古水蔚遗墟， 我来嗟只得其余。柏槐

端庄伟丈夫， 苍颜郁郁老不枯。靓容新丽一何姝， 
清池翠盖拥红蕖”［2］36， 主要是对樊宗师文章的奇涩

古奥以及韩愈的推崇加以戏说： “尝闻绍述绛守居， 
偶来览登周四隅。异哉樊子怪可吁， 心欲独出无古

初。穷荒搜幽入有无， 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已出

不剽袭， 句断欲学盘庚书……我思其人为踌躇， 作
诗聊谑为坐娱。”［2］26 语言生涩古奥， 颇有樊宗师风

调。樊宗师在前， 富弼在后， 激发了欧阳修、 范仲

淹对绛守居园池的极大兴趣。他们的题诗为绛守

居园池增添了几分人文气息②。

值得一提的是， 十年之后， 富弼再次来到河东

路任职。韩维《富文忠公墓志铭》记载富弼“至和二

年（1055 年）拜宣徽南院使， 判并州， 兼河东路经略

安抚使”③， 他是否重回绛州并对欧、 范之诗有所回

应， 就不得而知了。

3　河东奏议： “新政”实践与同道连声

考察庆历四年（1044 年）欧阳修、 范仲淹的河东

路创作， 他们的奏议不能不提。某种意义上， 这些

奏议才是他们“奉使”的使命所在。在“新政”并未

完全失败之际， 他们的河东行政与奏议写作， 正是

他们对自己提出和坚守的“新政”主张的实践。当

然这些奏议也是文学文本， 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一

席之地。

到达河东路后， 他们“亲见民间疾苦”（欧阳修

《倚阁忻代州和籴米奏状》）［2］1739， “河东人民疲弊， 
道路怨嗟”“调敛繁重”（欧阳修《乞免浮客及下等人

户差科劄子》）［2］1771， 因而都致力于兴利除弊， 并写

作了系列公文， 向仁宗报告他们所见民间的真实情

况， 继而为河东请命， 提出系列请求。欧阳修甚至

连上三十多道奏折， 后合编为《河东奉使奏草》， 
“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 奏罢十数事”（《宋

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3］7348。对此， 丁建军、 原

朝《欧阳修奉使河东考论》一文从“关心民生， 减轻

河东百姓负担”“为国荐贤， 整顿吏治”“整饬军备， 
加强边防”三个方面加以论析［15］。比对二人的河东

路奏议， 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 他们都是前呼

后应， 互为支援。

其一， 在边地防守问题上， 二人在很多方面的

观点都高度一致。

欧阳修河东之行， 主要是为考察麟州存废问

题。西夏进攻期间， 朝中多有主张废弃麟州者。欧

阳修经过调研后上《论麟州事宜劄子》， 先“辨众

说”， 对朝议“废麟州以省馈饷”之说进行辩说， 他
认为“兵冗不独麟州， 大弊乃在五寨， 若只减麟州

而不减五寨， 与不减同”； 继而“较存废”， 比较存废

方案哪个更可取， 他提出麟州一旦移废， 则五寨势

亦难存， 兀尔府州便为孤垒， 唇亡齿寒， 河东危矣。

之后他提出了“减寨卒”“委土豪”两个解决方案， 即
分麟州之兵到旁近诸堡， 麟州有敌情时再调兵前去

救援， 可省平日传输之费； 而此地的防守要依靠当

地的豪杰， 他还向朝廷推荐了当地人王吉， 其人

“材勇则素已知名”， 当时“蕃、 汉依吉而耕于寨侧

者已三百家”［2］1752。在这一问题上， 范仲淹与欧阳

修持同样意见， 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麟州新罹

大寇， 诸多请弃之， 仲淹为修故砦， 召还流亡三千

余户， 蠲其税， 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 河
外遂安”（《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3］7284。在欧

阳修、 范仲淹的共同努力下， 麟州得以保存， 河东

有了牢固的屏障。

又如在晋北与辽接壤处招募弓箭手耕种的问

题上， 二人的观点同样一致。宋初潘美驻守河东

时， 曾将与辽接境的忻、 代等地居民迁往内地， 这
样可免于被辽军侵扰和掳掠。但时间一久， 弊端也

随之凸显： 一是大量空地无人耕种， 很容易被辽人

侵占； 二是边地禁人耕种， 备边军粮就得由内地供

应， 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欧阳修经过考察后提出： 
“忻、 代、 岢岚多禁地废田， 愿令民得耕之， 不然， 
将为敌有。” （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3］7348 他
提出在边地招募弓箭手垦田， 以达一兵两用之效， 
仁宗“诏宣抚使范仲淹议， 以为便”， 于是“以岢岚

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 得二千余

②   韩振远 《隋代花园与文人雅集》 称富弼、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与绛居守园池相关的诗歌产生于一次雅集，并
且是富弼作为东道主邀请众人雅集于此，各自赋诗（《太原晚报》 2015 年 11 月 23 日），当属臆测。各人至绛的时间不同，
而且梅尧臣诗题是 《寄题绛守园池》 诗，由末二句“仍寄河东薛太守，更与斟酌无闲扃”可知是寄给当时绛州知州薛向
的，  本人未必亲至。

③   《全宋文》 第 49 册，第 227 页。按 《（雍正）山西通志》 卷六七“职官”：“富弼，  庆历中判并州。”（《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第 544 册，第 602 页），或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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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岁输租数万斛， 自备弓马， 涅手背为弓箭手”。

可惜未行多久， “既以并州明镐沮议而止”（《宋史》

卷一九○《兵四·乡兵一》）［3］2930。明镐是并州知州， 
反对有效。十年后韩琦到任， 再提欧阳修、 范仲淹

前议， 并予以落实， “琦以为此皆良田， 今弃不耕， 
适足以资敌， 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

地， 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 垦田至九千六百顷”

（《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3］7252。

欧阳修考察河东边地时， 发现军械物资存在严

重问题， “弓弩无十数枝可施用者”［2］1752。他亲自立

草人试箭， 发现“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 或箭干飞

掉不至， 或箭头卷折不入甲。此乃临阵误事之物， 
十无一二堪者”［2］1752。倒是有一些旧竹箭， 虽然翎

与镞残损生锈， 但还能入甲， 可惜数量不多。所以

他希望每州各选一员干事官， 上京支请做箭需要的

物资， 并派官员监察修补更换旧竹箭损坏的部件， 
以减少战场败亡的几率。他还发现岢岚军的城壕

存在问题， “岢岚军地接草城川口， 无险可恃， 而城

小壕浅， 须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挥下河东， 那打白

草厢军及本军系役兵士， 早并力修葺”（《论西北事

劄子》）［2］1749。他也考察诸州练兵的情况， 发现“所

用阵法， 除四官阵旧法外， 亦有自为新阵者， 大抵

只是齐得进退， 不乱行伍而已。诸处所较不多， 其
阵法则皆未可用”［2］1752。其中有“主将不一， 器械不

精”的原因， 也有安排不合理之处。他提议， 一是

在河东现有厢军三万人数内选择少壮有勇力者增

置清边， 而于京师差拨禁军充足一万人数； 二是派

河东都转运使亲至诸州， 将短小怯弱者先拣退充厢

军。其余可教者， “令逐州军教一二年， 必渐可用”

（《论宣毅万胜等兵劄子》）［2］1752。

范仲淹此次任务是巡边， 因而边境防守问题是

他的职责所在。他支持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张

亢在河东路增设堡栅。  《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 
“范仲淹宣抚河东， 复奏亢前所增广堡砦， 宜使就

总其事。”［3］3780 虽然遭到明镐反对， 张亢并未停止行

动， “及堡成……蕃汉归者数千户， 岁减戍兵万人， 
河外遂为并、 汾屏蔽”［3］3780。在视察晋西北防守情

况时， 他认为“宪州、 岢岚城小而低， 矢石可交， 火
山孤绝， 城中无水”（范仲淹《与韩魏公》）［5］530， 计划

第二年春天抓紧解决。他又向朝廷为火山、 岢岚、 
保德军申请拨款。此三地当时兵马所需之军储， 都
是商人用铜钱从北边辽境采买粮食， 每日计出铜钱

数百贯， 长年累月， 铜钱大量流入北界， “河东铜钱

不日将尽”（《范文正公年谱补遗》）［5］824。因此， 他向

朝廷提出下拨绢帛五万匹给此三军， 用以博籴军

储， 防止铜钱继续外流。

关于对辽和西夏的防守问题， 范仲淹曾上有《奏

乞宣谕大臣定河东捍御策》。针对庆历四年（1044年）

辽将举兵讨伐西夏， 当时朝臣有称辽宋之间有盟约， 
必然不会对宋不利。范仲淹则提出了“六可疑”“三可

忧”。他认为辽与西夏不可能绝盟， 而辽宋之盟也绝

不可取信， 朝廷必须有所防备。尤其边探得知契丹遣

使二道至南山宁化军、 岢岚军后面， 觑步谷口道路， 
同样大为可疑， 设或二国不守盟信， 卒然奔冲， 以数

十万众乘不备而来， 河东兵马不多， 名将极少， 众寡

不敌， 谁敢决战？所以他希望朝廷定出御捍之策： “抽

何路军马？ 用何人将帅？ 添若干钱帛？ 据何处要害？” 
他提出“如此定策， 犹恐后时不能当二敌之势。若更

因循度日， 直候大寇入境然后为谋， 则河东一倾， 危
逼宗社”［5］530。欧阳修到河东路后， 也听到了关于战事

的种种说法， 如辽与西夏会合力来攻、 秋冬必有大战

云云。欧阳修上《论西北事宜劄子》， 认为西夏若出兵， 
未必即攻河东， 但河东却不可不备； 即便西夏与辽交

战， 因涉宋境， 河东亦不可不备。所以， 河东“惟当持

重以待， 未宜便若寇至， 而大集穷边， 虚诚自扰”［2］1740。

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屯兵备战方略： “但训兵练卒， 于
并、 忻、 岚、 宪， 屯结以俟。太原去忻州， 一日半可至； 
忻州去代州， 一日半可至； 岚州去岢岚， 一日中可至； 
宪州亦然。今以兵屯忻、 并而应援代州， 屯岚、 宪而

应援岢岚。贼至， 则使代州、 岢岚坚壁清野， 待其师

老， 徐以忻、 岚等兵击之， 此用兵之法也。”［2］1749 以静

待动， 动而有备， 足以起到“虏来不失应敌， 不来不至

虚惊”的作用。

其二， 在边地官员任用及提高官兵素质方面， 
二人也各自发力， 颇有建树。

欧阳修经过详细考察访问， 向朝廷举荐了“各

有所长”的文武官员二十五人， 包括战将八人， 武
臣中有才干者四人， 通判五人， 知县令、 州县官职

材干可用者十人（《条列文武官材能劄子》）［2］1764。其

中的米光濬、 孙直方、 陆询武、 张旨等人， 他又另

写奏折极力举荐。米光濬是岢岚军使， 欧阳修为之

《举米光濬状》 《再举米光濬状》 《米光濬斩决逃军

乞免勘状》三道奏折。岢岚与辽接壤， 他认为米光

濬是难得的边将之才。尤其第三封奏章说米光濬

斩杀逃兵遭人弹劾， 欧阳修为之乞免勘罚， “所贵

沿边将率知朝廷委遇之恩， 尽心效用， 兵戎畏肃， 
不致骄恣生事”［2］1742。孙直方原任平定军和乐平县

事、 著作佐郎， 欧阳修保举其任代州通判， 替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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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任二年却不胜其任的原代州通判李舜元。他

认为， “代州最为要地， 尤借得人”， 而孙直方“为性

明敏， 有吏材”， 自己到河东路后又亲加访察， “备

见直方治县事善状”（《举孙直方奏状》）［2］1764。陆询

武是在米光濬、 张亢等六人共同举荐后， 欧阳修又

亲召询问， 得知“其人曾应进士举， 熟知边事， 通习

兵书， 善弓马， 有胆勇”（《举陆询武奏状》）［2］1773， 希
望朝廷加以录用。他还举荐了“长于星历、 术数”

“观天象而知人事”的泽州人刘羲叟， 刘羲叟后与宋

祁、 宋敏求、 吕惠卿等人共修《新唐书》， 并参与了

《资治通鉴》的编纂。举贤也罢不能。欧阳修奏请

罢免代州知州康德舆， 认为其“老懦不济事”； 又听

说朝廷要让康德舆充并、 代钤辖， 欧阳修认为“只

此职， 亦非德舆所堪”， 建议“与一近里小处知州， 
钤辖别选差人”。对于代州诸寨主及监押三十余

员， 他经过多方察考， 认为“内无三四人能干而晓

事者”（《论西北事宜劄子》）［2］1749， 请求朝廷早行替

换。欧阳修又有《论不才官吏状》， 请罢泽州知州、 
度支郎中、 直史馆鲍亚之， 认为其人“年老昏昧， 视
听不明， 行步艰涩， 本州职事全然不治”； 汾州知

州、 虞部郎中范尹， 其人“年老昏昧， 不能检束子

弟， 在州贩卖， 搔扰人民”； 宪州通判、 国子博士刘

与， “年及七十， 行步艰难， 精神昏昧”； 平定军乐

平县监酒借职石贵， “不识字， 又是独员”（《论不才

官吏状》）［2］1768， 他认为都是朝廷未加细察所致。

范仲淹也举荐了一些合适的边地人才， 如九月十

五日在太原时， “举夏安期充河东转运使”， 十六日“举

张子奭等五人赴河东任使”［5］823； 十二月又上疏称太常

博士赵拯、 秘书丞刘奕、 冯浩等十人“并有才称”， 希
望朝廷派他们“充陕西、 河东大郡通判”（《范文正公年

谱补遗》）［5］827。但他的一些奏议更多着眼于边地的制

度建设。如《奏乞将边任官员三年满日乞特转一资》

提出， 陕西、 河东二路边地， 官员五年一调时间太长， 
“欲乞朝廷别立条制， 应陕西、 河东沿边州军满三周

年者， 并与特转一资， 不隔磨勘， 所贵边上例各得人， 
为经久之备”［5］534。他又上《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

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 一方面说“国子监不须别

立武学之名， 如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 令本监官员保

明委是忠良之人， 即密令听读”； 另一方面又提出陕

西、 河东路有很多人虽然弓马精强、 谙知边事， 却因

为没有读过兵书“不知为将之体”难以擢用， 所以他提

出“指挥陕西路、 河东逐路经略司， 于将佐及使臣军

员中拣选识文字的， 有机智勇武久远可以为将者， 取
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书， 讨论

胜策”［5］487。朝廷与边地双向发力， 培养既弓马精强、 
谙知边事又懂得用兵策略的高层武将。

在举荐人才问题上， 两人都表示愿意同罪保

举。欧阳修《论举官未行劄子》催促朝廷早日擢用

贤能， 并再次强调自己是“同罪保举”［2］1773。他也在

其他荐人劄子中说， 如果所举之人此后不职或有贪

赃不法等事， 自己“并甘同罪”（欧阳修《举孙直方奏

状》 《再举米光濬状》中都有“并甘同罪”之语）。范

仲淹也说： “自来两府臣僚无同罪举官条例， 臣出

使应所举过官员， 恐朝廷未赐施行， 如任用后犯正

入已赃， 臣并行同罪。”［5］827 这种搭上身家性命的举

荐人才， 既是为了河东， 更是为了国家边防。

其三， 为民请命是二人奏议中同样重要的问

题， 也体现了二人的同气连声。

欧阳修《义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奏状》说道， 他在

河东路看到“下等人户常有劳役， 最豪富者独得宽优”， 
而差役贫富不均主要在于“义勇”制度。宋朝在河东、 
河北、 陕西等沿边路设义勇， 按比例抽丁， 手背刺字， 
又称“刺手义勇”。义勇农闲时教阅， 战时防守， 还要

服事差役， 秋冬还要去边境交纳赋税， 往往出现重叠

服役的情况， 百姓不堪其苦。特别是按照财力将百姓

分等， 义勇正副指挥使均由上等人户担任， 可享受特

殊待遇， 而“州郡事多， 差役难减， 往往将第三、 第四

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 加剧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因

而他希望允许实行“一例差役”， 正、 副指挥使不得独

免于差役， 从而“贫富均济， 稍宽已困之民”［2］1740。又

《乞罢刈白草劄子》说， 河东路每年秋天要派兵士收割

白草， 但由于近处山地多开垦耕种， 兵士只能去远处

草地收割， 山险路远， 担运艰难， 兵士多有逃亡； 州
县官就将此差事分配给农户承担。农民也苦于长途

担运， 只好将自己按照税额上交后剩下的秸秆再次上

交， 形成一种新的配料。由于白草喂马不及秸秆好， 
运回的白草大量堆放， 造成霉烂， 又占用许多差役去

处理此类问题， 修补城壁等处缺少人手， 于是请求朝

廷降旨“速令止绝”［2］1769。其余如《乞免浮客及下等人

户差科劄子》 《乞免乐平县课额劄子》 《乞免蒿头酒户

课利劄子》等多类此， 都是为了缓解民生疾苦。 《论

矾务利害状》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则是奏请罢停

官方矾务、 酒务， 还利于民。

二人也有不少先行处置的举措。欧阳修到宁化

军考察， 有军户拦马， 联名陈诉配银数多， 难以承受。

北宋军需粮草等物资的补给手段， 除当地的赋税支移

及军兵百姓的运送， 还大量使用中央调拨、 地方筹措

的财富经费开展购买， 由转运司监察州军实施。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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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发放配银以收籴粮食时只按州县摊派， 给人口较少

州县的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接状后， “取索

本军人户、 物力次第及前后配敛数目看详”， 发现宁

化军“人户全少”， “去年共配银三百两， 数月枷棒催

驱， 方能了纳； 今年所配一千两， 比常年三倍”。欧阳

修还了解到， “本军地寒， 民不种麦， 又无夏籴仓”， 
“地高不种二麦， 无可收籴去处”， 如果一例配卖， 只
会“横困疲民”。于是他先行处置， “已牒本军， 且令

配卖五百两”（《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2］1743。不久他

发现朝廷并未采纳自己的建议， “只与减得些小价钱”， 
于是再次上奏， 说“晋、 绛、 并、 汾、 石、 隰等处， 系种

麦地分， 并只熟及三五分， 其秋稼寻遭夏旱， 垂欲焦

死， 近方得雨， 只可救得四五分。见今物价甚高， 民
间窘急， 无异凶岁”， 而“配卖银、 绢， 乃是缓急不得

已之事。今诸州军幸各钱粮不阙， 不必非时抑配， 重
扰人民， 只可留之以备缓急”（《再乞减配银状》）［2］1744， 
具体情况待自己回到朝廷后再详论。范仲淹庆历四

年（1044 年）九月在并州， 也“出榜晓示诸州军， 应坊

郭乡村入户， 今日已前带即配卖物色或包二税移逃者， 
并令与放罪， 各令归业。其元欠二税， 并与免除” （《范

文正公年谱补遗》）［5］824。

总之， 欧阳修、 范仲淹庆历四年（1044 年）的河

东路行政， 正是他们“新政”主张的实践和延续。学

者认为“欧阳修奉使河东期间的作为正体现了庆历

新政时期， 革新派官员以天下为己任， 为国分忧， 
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 “可以这样说， 范仲淹等人

在朝廷主持的庆历新政是自上而下地改革宋朝吏

治， 而欧阳修奉使河东路的行事则是在地方层面对

庆历新政的积极呼应”［15］。实际上此语同样可以移

评范仲淹。他们的河东奏议， 从内容上来说， 正是

他们对自己“新政”主张的接续和实践； 从艺术性来

说， 则是奏议写作的典范。奏议篇幅短小、 语言晓

畅， 句句切中要害， 与南宋时真德秀、 魏了翁等人

动辄万字的奏议形成鲜明对比。

4　结　语

庆历四年（1044 年）欧阳修和范仲淹的河东路

诗文创作， 是他们在“新政”受阻时期的一段心路历

程。无论是对晋祠景观和历史情感复杂的题咏， 还
是在绛守居园池高调致敬富弼， 抑或是他们直接为

河东边防和百姓请命的公文奏议， 都表达着他们对

国家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积极作为。如果说在

朝廷的全面布局属于对“新政”的理论探索， 那么河

东路的行政和书写无疑是他们的“新政”实践， 他们

的诗文也表达了“新政”能够继续实施的期许。然

而， 时事并不以他们的期望为转移， 他们离开朝廷

使反对派的力量更为强大。庆历五年（1045 年）正

月， 诏罢范仲淹参知政事， 令出知邠州； 诏罢富弼

枢密副使， 令出知郓州； 紧接着诏罢支持新政的宰

相杜衍， 令出知兖州。三月， 枢密副使韩琦上疏为

“新政”人物说情， 不久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也

是在三月， 已在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上的欧阳修上

疏再为“新政”人物论辩， 八月即被贬出知滁州（今

属安徽）。至此， “新政”人物全部被罢官远谪， “新

政”也宣告失败。然而， 无论身任何职、 身在何地， 
“新政”人物始终同气连声， 遥相致意， 体现出同声

相应、 相互支援的同道情怀。欧阳修、 范仲淹在河

东路的诗文书写， 或许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片断和

侧影； 而他们对河东路边防、 民生、 人才等方面的

建设， 则对当时的河东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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